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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颠覆性技术具有重构时代格局的变革性效果，而项目领导的风格通常与项目绩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基于个人-环境匹配理论和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本文采用实证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方法，探讨领导风格如何通过领导-成员交换、领导-成员匹配、知识共享影响项目绩效。通过对339位颠覆性技术项目成员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发现：伦理型领导能够直接影响领导-成员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而服务型领导仅能通过领导-成员匹配间接影响领导-成员交换；领导-成员交换能够直接或通过知识共享间接正向影响合作满意度，合作满意度正向影响项目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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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eadership style on project performance
in disruptive technology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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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have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 of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of The Times, and the style of project leadership is often closely related to project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environment matching theory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this paper uses a mixed empirical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to explore how leadership style influences project performance through leader-member exchange, leader-member matching, and knowledge sharing.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339 members of disruptive technology projects, we find that ethical leadership can directly affect leader-member matching and leader-member exchange, while service-oriented leadership can only indirectly affect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rough leader-member matching. Leader-member exchange can positively influence cooperation satisfact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rough knowledge sharing, and cooperation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affects projec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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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bookmark: _Hlk71134923]颠覆性技术作为推动产业和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前沿技术，是国家、企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利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举措，而颠覆性技术创新多是高风险、高挑战性的项目[1]，通常是由团队来执行。项目领导的风格与项目绩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因此探究领导风格如何影响项目绩效就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有大量学者进行了领导风格方面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企业层面[3]，很少关注于团队层面。在颠覆性技术项目中，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对团队成员有着怎样的影响，而这又会怎样影响项目的绩效呢？这一问题尚缺乏明确的实证检验。作为我国的科研重地，高校涵盖着众多实力超群的科研团队，颠覆性技术成果日渐增多，项目领导作为团队的核心，其风格关乎到项目的最终结果。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和访谈的方法，从我国高校从事颠覆性创新的科研团队着手，探索团队领导风格与项目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相对应的管理建议。
理论基础
领导风格
团队领导者的行为方式不仅对于项目的绩效至关重要，还会对团队成员的态度、行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越来越被实践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其中，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指提高组织成员集体利益意识并帮助他们实现集体目标的领导风格[4]，变革型领导善于利用权力与情景等有利因素，激发下属求新求变的意愿与能力，使得组织面对快速变化的环境能够调整自己的运作方式。伦理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指通过个人行为和人际关系展示规范适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强化和决策向下属展现这种行为[5]。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指服务和满足他人的需要和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6]。
个人-环境匹配
个人-环境匹配（Person-environment fit）理论指的是个人与环境之间的兼容性[7]，本质是指个体的态度、行为等个体层面变量不仅仅取决于个体本身或其所在环境，而且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8]。Kristof[7]指出个人-环境匹配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维构念，根据环境的不同层面，可划分为个人-工作匹配、个人-职业匹配、个人-组织匹配、个人-上级匹配和个人-团队匹配。例如，Tak [9]就研究了不同类型的个人-环境匹配与员工退缩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个人-环境匹配的其中三个维度（个人-职业匹配、个人-上级匹配、个人-组织匹配）都与离职倾向显著相关。其中，个人-上级匹配（Person-supervisor fit）指的是个体和上级在个性、价值观、目标之间的匹配程度。在本文中，个人-上级匹配是指领导-成员匹配。颠覆性技术研发过程的干扰因素更为复杂，更要考虑环境的包容接纳，个人和上级（环境）之间的匹配显得尤为重要。
领导-成员交换
Graen在1982年正式提出了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并在1995年将其定义为基于信任、忠诚和义务的下属和领导之间相互的社会交换[10]。领导和成员的交换对一个项目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文献对领导-成员交换的前因和后果都进行了研究。Aryee[11]以中国广东省某上市公司的员工为研究对象，发现主管对薪酬的控制和工作环境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进而影响到员工工作的满意度和任务绩效等。Schwepker[12] 为了更好地理解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企业伦理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开发并测试了一个模型，验证了领导-成员交换能够增强工作-组织社会化。此外，Chen[13]等借鉴了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研究了领导-领导交换在目标导向和全面的项目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
合作满意度
合作满意度（Collaboration Satisfaction）指对他人协作能力、行为等期望实现的程度[14]。王育晓等[15]认为合作满意度是组织对合作关系的一种主观情感反应，是对合作过程和合作结果期望与实际感知的一致程度的体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颠覆性技术研发主体间的合作网络和合作机制进行了研究[16]。由于颠覆性技术研发难度大，具有动态变化性，只有不断保持团队成员的研发激情和技术合作才能实现基础创意到成果产出的跨越[17]。 
研究假设
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领导成员交换
三种领导风格带给颠覆性技术团队成员的感觉是不同的，会导致不同的领导和成员的关系。领导-成员交换不但包含资源的交换，还包含情感的交换。不同的领导风格在领导和成员之间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交换。例如，Dhar[18]以印度的中小型旅游酒店为研究对象，探索伦理型领导对员工服务创新行为的影响，发现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这个结果和Kelidbari[19]的研究是一致的。此外，Zou[20] 对中国的300个员工及其主管调查发现，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从社会交换的角度解释了服务型领导对员工行为的有效性。颠覆性技术要求创新，而变革型领导要激发下属求新求变，更需要和成员进行更多的交换。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
H2：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
H3：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
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领导-成员匹配
领导风格对于领导-成员匹配有着重要的影响，Safavi等[21]发现与下属的直接沟通有助于服务型领导识别下属的潜力，从而提高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契合度，验证了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Astakhova[22] 以美国和日本的员工为样本，探索了领导-成员匹配和个人-组织匹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领导-成员匹配的程度越高，个人-组织匹配的程度就越高。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领导-成员匹配对团队发展的重要程度。在项目领导的支持和监督下，团队成员感到领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源，能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变革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
H5：伦理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
H6：服务型领导正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
领导-成员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
项目领导要想最大程度地开发团队的潜力，就要重视自己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项目领导要能够及时提供团队成员所需的资源和更多的支持，团队成员也要提供项目领导所需的一些资源，这样才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成员交换。项目领导和成员的契合程度越高，他们越会相互信任和支持对方, 相互交换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因此，领导和成员的匹配程度越高，两者之间的交换越频繁。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7：领导-成员匹配正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
领导-成员匹配、领导-成员交换和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是指个人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一种容易被他人理解、吸收和使用的形式[23]。许多学者从个人与群体匹配的角度对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进行了研究，例如，Afsar和Badir[24]发现个人和组织越匹配，新员工就能越快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从而鼓励组织新老成员之间的知识交流。个人-环境匹配包含个人-组织匹配、个人-上级匹配等，尽管这些类型的匹配在概念上是不同的，但经验证据表明，它们通常是高度相关的[25]，所以颠覆性技术项目领导和成员的匹配程度越高，他们相处得越融洽，其知识共享行为就越频繁。除此之外，项目领导多和团队成员进行交流和资源的互换，让团队成员感知到他和自己之间的匹配程度较高，增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感，形成知识共享的浓厚氛围。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8：领导-成员匹配正向影响知识共享；
H9：领导-成员交换正向影响知识共享。
领导-成员匹配、领导-成员交换和合作满意度
颠覆性技术团队是临时组建的，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并不熟悉。初始领导-成员交换作为领导与下属最初互动的产物, 很可能在成员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6]。而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匹配，可以帮助成员获得更多支持、增进沟通、减少误解，从而改进工作态度与行为，有效提升团队内部的合作氛围。领导能够通过和成员之间进行更多的交换，以及提高与成员的匹配程度，和团队成员形成良好的关系，努力增强团队成员的协作，从而提高团队成员的合作满意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0：领导-成员匹配正向影响合作满意度；
H11：领导-成员交换正向影响合作满意度。
知识共享和合作满意度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决定了团队成员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共享自己拥有的知识以激发成员的创新[27]，才能产生更高的创新绩效[28]。Cui[29]探讨了角色内与角色外知识共享两种类型，发现角色内和角色外的知识共享能够增强团队合作和凝聚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2：知识共享正向影响合作满意度。
知识共享、合作满意度和项目绩效
根据Afsar[24]的研究，知识共享能够促进团队内部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进而能够提升项目绩效。团队成员的协作能力水平影响成员之间的合作满意度，感知合作满意度高的成员更愿意积极地参与到项目中来，提升项目的成功率。所以，要想实现高水平的项目绩效，可以通过提高团队成员的知识共享水平和合作满意度来实现。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3：知识共享正向影响项目绩效；
H14：合作满意度正向影响项目绩效。
此外，颠覆性技术项目的团队规模和项目周期可能也会对项目绩效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调查样本的团队规模和项目周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研究中。
在前述理论假设基础上，本文构建如下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bookmark: _Ref66432198]图1 理论模型

研究设计
问卷发放
[bookmark: _Ref66432266][bookmark: _Ref66432262]问卷采用纸质版和电子版的形式进行发放，调查对象为高校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参与者。样本涵盖全国多个高校，包括西北工业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南大学等，通过各种关系网络和途径联系到符合调查要求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团队的负责人或成员。采用方便抽样，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0份，经过筛选和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39份，问卷有效率为84.8%，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
	特征
	选项
	占比
	特征
	选项
	占比

	性别
	男
	60.8
	团队研究领域
	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
	11.2

	
	女
	39.2
	
	材料科学与工程
	5.3

	年龄
	20岁以下
	0
	
	建筑学
	9.7

	
	20-25岁
	45.4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12.4

	
	26-30岁
	41.9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4.9

	
	31-35岁
	12.7
	
	机械工程
	3.5

	
	36以上
	0
	
	信息与通信工程
	8.3

	受教育程度
	本科及以下
	0
	
	生物学
	2.9

	
	硕士
	48.4
	
	其它
	1.8

	
	博士及以上
	51.6
	项目的周期
	3个月以下
	22.7

	团队规模
	10人以下
	22.4
	
	3-6个月
	31.3

	
	10-20人
	32.4
	
	7-12个月
	23.0

	
	21-30人
	26.8
	
	13-18个月
	10.0

	
	31-40人
	9.1
	
	19-24个月
	11.8

	
	41-50人
	4.4
	
	2年以上
	1.2

	
	50人以上
	4.7
	
	
	



变量测量
通过查阅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选取认可度、成熟度较高的国外量表，以权威文献做参考，并结合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特征进行调整。对量表题项进行了多次反复翻译，以确保量表语言的准确性。整个问卷共32个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题项采用Likert 7 点量表。
[bookmark: _Ref73121514]表2 研究变量及测项
	变量
	编号
	测项
	参考文献

	变革型领导
	TL1
	我们的项目领导善于寻求不同的观点解决问题。
	Ding[30]

	
	TL2
	我们的项目领导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
	

	
	TL3
	我们的项目领导常常提出完成任务的新方法。
	

	
	TL4
	我们的项目领导经常花时间指导我们的工作。
	

	伦理型领导
	EL1
	我们的项目领导善于听取团队成员的意见。
	Brown[5]

	
	EL2
	我们的项目领导有自身的道德标准。
	

	
	EL3
	我们的项目领导能够做出公平的决策。
	

	
	EL4
	我们信任我们的项目领导。
	

	服务型领导
	SL1
	我们的项目领导把团队成员的事业发展放在第一位。
	Liden[31]

	
	SL2
	我们在遇到个人问题时，会向项目领导求助。
	

	
	SL3
	我们的项目领导重视回馈社会。
	

	
	SL4
	我们的项目领导把团队成员的利益置于其个人利益之上。
	

	领导-成员交换
	LMX1
	我们的项目领导能够理解我们的难题和需求。
	Dai[32]

	
	LMX2
	我们知道在哪些方面支持我们的项目领导。
	

	
	LMX3
	我们的项目领导非常信任我们，他会在我们不在场时
为我们的决定辩护。
	

	
	LMX4
	我们和项目领导有着有效的工作关系。
	

	
	LMX5
	不管我们的项目领导有多大的权力，
他都愿意使用自己的权力来帮我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领导-成员匹配
	PS1
	我们在生活中所看重的东西与我们的项目领导
所看重的东西非常相似。
	Safavi[21]

	
	PS2
	我们个人的价值观与项目领导的价值观相吻合。
	

	
	PS3
	我们和项目领导看待事物的方式很相似。
	Nolan[33]

	
	PS4
	我们和项目领导有很多相似之处。
	

	知识共享
	KS1
	我们经常共享对项目团队有帮助的信息。
	Pittino[34]

	
	KS2
	我们共享专业知识以解决团队遇到的问题。
	

	
	KS3
	我们经常提供有益于团队的创新想法。
	

	合作满意度
	CS1
	我们项目团队的合作协调能力很强。
	Zhang[35]

	
	CS2
	我们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很稳定。
	

	
	CS3
	我们的项目团队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是灵活的。
	Kärnä[36]

	项目绩效
	PP1
	我们的项目实现了关键目标和客户的业务需求。
	Wang[37]

	
	PP2
	我们的项目结果或交付物，与客户的目标是一致的。
	Um[38]

	
	PP3
	我们的项目是在预定的计划内进行的。
	

	
	PP4
	总的来说，我们的利益相关者满意项目的结果。
	

	
	PP5
	我们的项目交付物的质量符合标准。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法，以检验可能存在的同源偏差的影响，并将测量的变量一起做因子分析，求出首个主成分方差解释率为 43.92%，未占到总变异解释量的一半，因此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同源偏差问题，不会对概念间的路径系数造成严重影响。
信效度检验
使用 SPSS24.0 软件进行信效度的检验分析，数据结果见表3。采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和组合信度（CR）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发现各变量Cronbach’s α和CR值均在0.8以上，表明各量表具有较好信度。
量表的效度利用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和组合信度（CR）进行判定，如表4所示，变量的AVE值均大于0.6，CR值均大于0.8，说明研究变量的收敛效度较好。本文对所选样本的各个指标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所有变量AVE值的平方根均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说明样本的区分效度较好。
[bookmark: _Ref66432408]表3 均值、标准差和信度检验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Cronbach’s α
	CR
	AVE

	变革型领导
	5.34
	1.06
	0.82
	0.83
	0.66 

	伦理型领导
	5.47
	1.03
	0.82
	0.82
	0.65 

	服务型领导
	5.06
	1.16
	0.85
	0.85
	0.69 

	领导-成员匹配
	4.82
	1.17
	0.90
	0.90
	0.77 

	领导-成员交换
	5.23
	1.00
	0.86
	0.85
	0.63 

	知识共享
	5.63
	1.02
	0.80
	0.81
	0.72 

	合作满意度
	5.57
	0.98
	0.82
	0.81
	0.74 

	项目绩效
	5.56
	0.96
	0.90
	0.91
	0.73 


[bookmark: _Ref66432489]表4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变革型领导
	0.81
	
	
	
	
	
	
	

	伦理型领导
	0.66
	0.81
	
	
	
	
	
	

	服务型领导
	0.67
	0.66
	0.83
	
	
	
	
	

	领导成员匹配
	0.47
	0.53
	0.64
	0.88
	
	
	
	

	领导成员交换
	0.57
	0.69
	0.62
	0.70
	0.80
	
	
	

	知识共享
	0.54
	0.59
	0.44
	0.46
	0.60
	0.85
	
	

	合作满意度
	0.45
	0.54
	0.44
	0.46
	0.64
	0.62
	0.86
	

	项目绩效
	0.40
	0.57
	0.39
	0.50
	0.67
	0.59
	0.70
	0.85


注：对角线上的数值为 AVE 平方根，**代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代表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假设检验
采用AMOS24.0进行了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通过对模型整体进行拟合，得到标准化路径系数与R2。R2值显示了路径模型解释构念的方差总量，因而被用以检验路径模型的预测能力。该研究模型的R2介于0.569到0.864之间，高于0.5，模型的解释能力较高。
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为，2/df=1.864；NFI=0.885；IFI=0.943；GFI=0.868；AGFI=0.844；TLI=0.937；CFI=0.943；RMSEA=0.051。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中, 除 NFI=0.885；GFI=0.868；AGFI=0.844符合可接受适配标准，其他指标都符合高度适配标准。因此，该模型结构与实际数据吻合良好。
由图2可知，假设 H2、H6、H7、H9、H11、H12以及H14均在 0.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支持；H5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三个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达到0.001显著水平，两个外因变量间的共变关系达到显著，表示两者的相关系数显著不等于0，三个外因变量间呈现显著的中度正相关。假设H1、H3、H4、H8、H10及H13没有得到支持。变革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不显著，负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

图2 模型拟合结果
注：***代表在0.001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1水平上显著；*代表在0.05水平上显著

访谈
为了进一步验证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对来自全国双一流高校的颠覆性技术团队进行了访谈。所有访谈在2020年6月-7月之间进行，总计16个受访对象。受访者的年龄为25岁-35岁之间，教育背景为博士。访谈涉及的项目名称及起止时间如表5所示。在正式访谈前，首先对4位具有颠覆性技术经验的团队成员实施预访谈，通过受访者的实际体验和反馈，修改和完善采访提纲内容最终形成正式访谈提纲，正式提纲内容如下：（1）您最近一次结项的项目是什么？您在团队待了多久？有多少人参与本项目？项目的起止时间？（2）您认为项目绩效是否达到了预先设定的目标的要求？（3）您对此次团队的效率是否满意？（4）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关系怎么样？（5）利益相关者有哪些？您怎么看待这次和利益相关者的合作？（6）您在整个项目中，您是倾向于和团队其他成员分享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经验，还是倾向于隐藏它们，不和团队成员分享？（7）如果有隐藏的知识，都是哪些方面的知识？（8）整合的知识对组织有什么样的作用？（9）您的领导平时是通过个人行动和人际关系向你们展示什么是规范和恰当的行为，还是强调以团队成员为中心、关心服务团队成员？（10）您与项目领导在个性、价值观等方面是否相似？（11）您和项目领导的资源交换如何？（12）您和项目领导的情感交换如何？
[bookmark: _Ref73119245]表5 全国高校颠覆性技术团队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涡轮叶片表面温度的测量
	2017.11-2018.11
	多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
	2016.12-2017.12

	动力系统的论证和仿真研究
	2015.06-2018.06
	激光相位控制整列
在大气通信里的应用
	2018.04-2020.03

	超空炮射弹入水研究
	2015.01-2018.12
	智能导航的手机APP
	2019.09-2021.03

	环氧树脂预浸料铺层，进行快速
电加热并实现快速立体固化
	2017.12-2019.05
	电子鼻
	2016.01 -2019.12

	人工智能在XXX传统行业中的应用
	2018.11-2019.08
	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
	2019.03-2020.01

	毫米波炮弹风貌与
天线的一体化协同仿真
	2019.05-2020.05
	无线传输技术研究
	2017.12-2019.06

	飞机适航认证
	2018.03-2020.05
	动态施工环境效应下的
超高层建筑主体结构安全
	2016.09-2020.06

	中欧合作image项目
	2016.02-2020.04
	疲劳屈曲实验
	2018.09-2019.12



通过分析访谈资料，本文对研究模型中不成立的假设，作出如下可能的解释。
通过访谈得知，项目领导会将自己手中有用的资料发给成员，也会直接把要求告诉成员。同时，成员也会把一些资源给项目领导。项目成员负责商讨项目实施方案，项目推进困难时向项目领导汇报所需的资源（例如数据），项目领导负责对外获取资源。而项目成员通过执行项目得到的资源，也可以共享给团队领导，形成资源的互换。遇到难题时，领导和成员还会经常一起讨论，而这种讨论能够促进团队内部的合作与共享。根据众多受访者的回答，可以看出领导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换比较少。
变革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由变革型领导本身的特性引起的，项目领导有时为了追求超过预期的目标，会让团队成员牺牲自己的利益，团队成员感知到个人利益受损，会减少和项目领导的接触和交换，因此变革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的影响不显著。由于成员和领导的出发点不同甚至相反，自然对领导-成员匹配的影响是负面的。服务型领导负向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可能是项目领导以为团队成员提供帮助和服务为主，并不期待依靠团队成员获取资源，让团队成员感觉一直在接受领导的关心和帮助，并不需要为团队做些什么。虽然两者有较高程度的匹配，但时间久了成员内心就会产生亏欠感，从而抑制了领导和成员之间的交换。
领导-成员匹配对合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负向影响知识共享。通过访谈发现绝大部分颠覆性技术团队的受访者在谈及与项目领导是否契合时，都会认为自己与领导的在项价值观有相似之处，但不是完全相同的。在高校颠覆性技术团队中，领导影响成员比较多一些，影响力较大一些。领导和成员的契合程度，又有利于团队内部良好关系的建设。领导-成员匹配对知识共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领导和成员的相似程度高，即同质化程度高，而知识共享的前提是多样化。同质化程度越高，越不符合知识共享的前提，成员主动进行知识共享的可能性越低，因此领导-成员匹配会负向影响知识共享。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匹配程度高，团队缺乏知识共享的氛围，造成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不足，合作满意度也会受到影响，因此领导-成员匹配对合作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
知识共享对项目绩效的影响不显著。从访谈中可知，颠覆性技术团队的成员愿意进行知识共享，因为这样可以加强合作，促进信任。知识共享之所以不能直接提升项目绩效，原因可能是颠覆性技术项目的难度较大，只进行知识共享是不能够解决难题的，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将这些知识融合起来，才能有助于提升项目的绩效。
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论
以高校的颠覆性技术项目为研究对象，探讨影响颠覆性技术项目绩效的前因和中介变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型领导能够直接影响领导-成员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而服务型领导仅能通过领导-成员匹配间接影响领导-成员交换；领导-成员交换能够直接或通过知识共享间接正向影响合作满意度，最终合作满意度正向影响项目绩效。同时，服务型领导对领导成员交换没有显著影响；领导成员匹配不能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和合作满意度；知识共享对项目绩效没有正向的影响。
理论贡献
现有领导风格的研究关注了组织层面，很少有学者将之应用于团队层面，尤其是对颠覆性技术项目的研究更是匮乏。本文主要探讨了颠覆性技术项目中领导风格是如何影响项目绩效的，将变革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引入颠覆性技术项目中，拓展了三种领导风格的内涵，丰富了颠覆性技术项目的研究。以往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多是颠覆性技术的概念[39]和基本特征[40]的描述，相对缺乏对颠覆性技术项目绩效的实证研究。本文将领导-成员交换等相关理论引入颠覆性技术领域进行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管理启示
首先，对于颠覆性技术项目领导者来说，要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和领导行为。在三种领导风格中，伦理型领导对领导-成员匹配和领导-成员交换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服务型领导能够通过领导-成员匹配影响到领导-成员交换，这两种领导风格都能够影响团队成员的合作满意度和知识共享，进而促进项目绩效。而变革型领导负向影响领导-成员匹配，不利于最终的项目绩效。因此，对于颠覆性技术项目而言，要重视伦理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在项目绩效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要尽可能地减弱变革型领导风格的影响。
其次，项目领导和成员之间的匹配能够影响领导和成员之间的交换。项目领导要重视和成员之间的匹配程度，多换位思考，理解团队成员的难题和需求进而提升团队成员的合作满意度，也利于形成知识共享的氛围。最后，项目领导应该注意到，知识共享并不能直接影响到项目绩效。所以项目领导不应该只要求团队成员共享自己的知识，而应该重视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满意程度，形成一个良好的合作氛围，促进团队成员的知识共享，这才能从根本上提升项目绩效。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使用问卷调查法来收集数据，尽管有针对性地获取了一手数据，但变量测量是主观评价，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结合案例等方法，或者是使用多源数据，使研究结果更加具有说服力。其次，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高校内的颠覆性技术团队，研究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其它行业的适用性仍有待验证。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扩大研究对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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